环境规制、政治关联转变与企业产量
——基于148家上市企业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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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制度的改变使得政府与企业间的污染排放问题发生转变，污染企业不得不重新考虑生产模式，来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通过调查得到的148家上市企业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政治关联变化对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产量、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发现，政治关联度下降会导致企业排污量的减少，同时会加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政府态度转变带来的影响在污染更为严重的纺织服装行业中更深，由此说明原先产值考核制度下环境污染问题的政企合谋是存在的，官员考核制度转变能解决一定程度的企业排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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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gulation，Political Conne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Enterprise Production
——Based on data of 148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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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evaluation system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around the pollution emissions. Polluting enterprises have to reconsider production mode, to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y causing cost increase. By means of using 148 listed companies and utilizing static panel data model，an analysis of whether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evaluation system change would affect pollution emissions, output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attitude change will resulted in a decrease in the amount of sewage of the enterprise, also will be added to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The effect is more strong in more serious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which indicates that collus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exist in the early.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evaluation make a contribution to reduce enterprises pollution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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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高能耗和高污染，使得国外研究机构纷纷指出中国的GDP包含了灰色成分。统计数据也证明，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为此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极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力求通过经济转型使经济更加集约化、高效化。但是2011年以前，中央三令五申的“节能减排”收效甚微，对此有两方面因素，一是“节能减排”的主体企业，由于节能过程影响了生产，减排行为会提高企业成本，即使政府有财政补贴，企业也不愿意“节能减排”，甚至宁可多交排污费和罚款；二是地方政府官员仍然以地方生产总值为首要考核指标，为了有机会实现晋升，地方政府也对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与企业合谋，进行周期性生产作业方式。袁凯华和李后建（2015），这种政府与企业的政治关联使得环境规制对企业排污影响不明显。[1]
2011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各项文件为真正实施节能减排、绿色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2011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此后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调结构，促转型，扩内需”的政治取向，主要采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等三个措施。这些文件表明中央实施环境规制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烈。2013年12月中央组织部出台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其在首条中即明确指出政绩考核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主要指标，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等指标权重。这一文件出台，使得地方政府与环境不友好型企业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企业，政府的态度从以往的“暧昧”突然转变为“高冷”，纷纷加大了对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监管和处罚力度，导致政府与企业的环境政治关联度下降。对此，企业不得不重新考虑生产模式，如果仍然选取高污染高排放高生产，必然增加企业排污费用，增加企业成本，也会引来监管问题；如果为了污染排放问题而限制生产，同样会导致产量下降利润降低的局面。为此企业需要重新权衡生产模式及和政府的关系。
二、相关理论和文献回顾
从发达国家的政府监管经验来看，企业污染排放与地方政府行为并不存在根本联系，地方政府履行监管职责，从社会公众利益出发，对企业污染排放进行监督，同时推广技术来帮助企业提高能源利用率。企业也遵守环境规章制度，一方面国外对于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很高，另一方面，企业没有搞好与政府关系的机会，只能约束自身行为。但事实表明，企业规范化生产并不会对企业经营业绩产生负影响，反而会促进企业不断进行效率升级。但是，在制度不完善的国家，一旦政府部门监管不严甚至存在腐败行为，那么企业就会抱着侥幸心理，采取违规排放。陈宁和玉方华（2013）用博弈模型分析了排污过程中企业与政府间的博弈，指出企业是否选择排污取决于政府监督的检查概率、检查成本、处罚标准和企业内部成本等因素，而从监督机关方面，提高检查概率、处罚标准和增加企业的内部成本等能有效防止企业违规排污。[2]
然而，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排污企业与政府之间往往存在着裙带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有关，这种考核制度也决定了企业与政府的某种隐含关系。在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任务下，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与地方产值直接挂钩，使得本地官员有着更强的动机与本地大规模企业合作，特别是外地调任本地的官员，需要当地精英企业家的支持，作为回报在包括污染治理方面逐渐形成政企合谋的政治关联。在此背景下，即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下达了节能减排任务指标，但地方政府会采取造假、处理小企业、周期减排等手段来处理上一级政府监管和本地企业排放间的矛盾。对此，熊鹰和徐翔（2007）指出相对于加大对企业污染的处罚以及提高政府监管效率，加大对政府监管中的失职处罚对控污控排更有积极效果。[3]此外，也有学者建议引入第三方（包括社会团体、盈利性调研机构等）来监督政府与企业的行为使二者没有相互利益关系。Pargal & Wheeler（1996）研究表明社会团体的压力能促进企业遵守环境法规、减少污染排放。[4]
国内学者更多从实证角度对环境规制下企业排放问题进行了检验，部分学者从政府和企业的关联角度展开讨论，朱万里和郑周胜（2013）从寻租博弈模型出发分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对污水排放量的关系，分析发现企业寻租行为会导致污水排放量增加。[5]郭志仪和姚慧玲（2011）利用“政府-企业-公众”的博弈模型得到政府财政分权会减弱工业水污染的排放，但政企腐败会显著加大工业污染水的排放。[6]袁凯华和李后建（2015）指出当前政府既有晋升压力又有减排任务，这导致政府与企业存在政治关联。其进一步分析得出政企合谋是导致污染排放行为的主要因素，导致企业排污具有明显周期性。[1]卢现祥和张翼（2011）分析了政府行政职能从提供公共服务转向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的职能错位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得到政府职能错位不利于企业减排。[7]
也有学者检验了污染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何小钢和张耀辉（2012）考察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变对行业节能减排的影响，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具有显著正影响，在高能耗和高排放行业中存在着巨大节能减排潜力。[8]周五七和聂鸣（2013）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了工业环境效率问题，分析发现总体上“节能减排促进技术创新”的波特假说得到了验证，而“企业试图将污染排放转移到约束轻的地区”的污染天堂假说未得到证实。[9]周灵（2014）指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成本，如果企业将这份成本转移到消费者上会降低竞争力，其认为企业应当通过创新机制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替代。[10]王杰和刘斌（2014）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到二者有倒N型关系。[11]
上面学者的分析均是基于省级或者行业数据，一些学者认为这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现实，为此从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企业生产意愿角度来判断污染排放问题对企业的影响，陈默等（2010）研究显示78.8%的工业出口企业具有低碳生产意愿，企业R&D投入能力、销售规模、管理者年龄、所有制性质等企业因素以及强制性制度安排与政策体系等外部因素会正向影响企业低碳生产意愿。[12]朱淀等（2013）以苏南工业企业为例，分析发现管理者特征、企业是否出口、能源成本、创新特征和外部环境都会影响企业的低碳生产意愿，而最终管理者特征、企业规模和技术能力有限企业的低碳生产行为。[13]
从上面实证文献看出，目前对于企业污染排放问题主要集中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排放问题的影响，排污限制是否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以及在环境规制下什么因素会影响企业生产意愿。本文主要研究政府官员考核制度转变下政企环境政治关联度下降对企业排污和企业产量是否存在影响，并试图分析转变后工业企业是否加大技术创新来代替因污染排放限制而损失的企业利益，并进行不同行业间考察。本文的创新点有两方面：一是采用微观企业数据，以往绝大多数关于企业排放的文献采用国家或省级层面的工业加总数据，由于各行业产量量纲不同使得无法分析政府行为和污染排放对企业产量的影响；二是不仅分析了政府职能转变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下政治关联度变化、企业排污、产量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三、模型、变量和样本选择
    （一）模型构建和研究假设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分析地方政府官员考核制度的改变对企业污染排放和生产状况的影响，探讨企业污染排放量与生产量之间的关系，并讨论在环境规制和污染排放限制更加严厉下，企业是否会选择技术创新来弥补产量减少导致的业绩受损。为此建立如下几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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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在式（1）中至式（3）中，因变量、、分别表示企业污染排放量、企业产品产量和企业技术创新。自变量表示由官员考核制度转变导致的政治关联度变动，为控制变量，选取可能影响企业污染排放量、企业产量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变量。，分别表示企业截面维度和时期维度。本文选择用静态面板进行估计。在使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时，使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分别判断选择是混合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
    （二）变量衡量指标的选取
1、企业污染排放量pollution
对于企业污染排放量，在一些实证文献中选取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固体废物、废液等作为企业污染排放的衡量指标，但基本上选择单一指标。本文考虑将企业的全部污染排放物纳入到考察范围，考虑到各种排放物不能加和，因此选择企业排污费或者与环境污染相关的处罚费用作为企业污染排放量的代理指标。
2、企业生产产量product
一些学者用企业收入、利润、盈利性指标作为环境规制对企业业绩影响分析时的代理变量。本文考虑到用这些指标衡量时一方面有价格变动因素，另一方面，收入和利润并非全部来源于企业生产，存在企业其他收入等与企业污染排放量无关的收入和利润，这就不能准确反映企业污染排放与企业生产的关系，因此本文用企业生产产量作为衡量指标。
3、环境政治关联度变化gov
一些文献讨论了政府行为、职能错位、政企合谋等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关系，如朱万里和郑周胜（2013）用财政分权代表政府行为，[5]卢现祥和张翼（2011）用市场化指数衡量政府职能错位，[7]袁凯华和李后建（2015）用官员是否晋升及年龄衡量政企合谋是否成立。[1]本文认为这些指标的选取与研究的角度有关，本文采用虚拟变量表示，以2013年为界，2013年以前取变量为0，代表当时政府与企业存在合谋关系，官员考核主要以地区生产总值为主，2013年开始官员晋升制度转变，环境问题的政企合谋消失，即2013年及以后变量取1。
4、技术创新tech
对于企业技术进步，陈默等（2010）用R&D投入能力表示，[12]何小钢和张耀辉（2012）用DEA分解得到的科技进步指数衡量，[8]王杰和刘斌（2014）则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考虑用高级统计分析方法得到的指标没有企业层面给出的直接指标直观，因此决定用企业的研发（R&D）投入强度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11]
5、控制变量
（1）企业规模In person
理论上企业规模与企业排污量、企业产量甚至企业创新能力均有关，企业规模越大，产量越高、企业排污量和研发能力越强。考虑到该变量与企业产量可能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该变量只在方程（3）中作为控制变量。该变量用企业的员工人数表示。
（2）企业业绩growth
企业业绩也是影响企业产量以及企业污染排放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业绩好，可能企业不会过多考虑排放问题，会更加关注生产和不重视污染排放问题，相反企业业绩不佳时，企业会考虑到这项成本。本文用企业利润增长率来衡量企业业绩。
（3）主要能源价格price
能源价格上升会增加企业的能源使用成本，进而影响能源使用量和污染排放量，因此本文将这一因素纳入到考察范围。考虑到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利用多种能源，本文按前面五种能源使用量的加权平均价格表示，权重为能源使用量。
（4）企业家素质edu
企业家素质往往决定了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经营决策，污染排放量看似不能成为企业重大决策项目，但当其与政府挂钩、技术研发关联时，就牵涉到企业的对策问题。因此本文考虑了企业家素质，用企业家的学历进行衡量，1代表中专及以下，2代表大专，3代表本科，4代表硕士研究生，5代表博士研究生。
（5）环境财政补贴额subsidy
部分企业在污染排放和环境规制过程中能获得地方政府的一些财政补贴，这种补贴对于企业来说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利在于企业获得了财政补贴，降低了因环境规制带来的企业减产和成本增加，弊在于企业收到补贴意味着企业默认遵守政府的环境制度，不再存在政企合谋等逃避行为。该变量直接用补贴金额衡量。
    （三）研究样本
本文选用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相对于非上市企业，上市企业有披露必要数据的规定，包括企业经营状况、环境费用、政府补贴等，并且这些数据经过审计，有较大的可信度。对于缺乏的指标，如能源使用价格，则用对应样本期间的汽油平均价格代替。本文根据证监会在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选择其中的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三个行业作为分析对象，之所以选取这三个行业，是考虑到纺织服装业特别是纺织业是国家监控的高耗能、高耗水行业，相比于通用设备制造业，污染更严重，因此本文选择这两个行业进行对比（具体在后面分析时将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合并为一个行业）。经过整理，最终有148家企业纳入分析范围，数据期间为2009-2015年，共7年，由于部分企业数据不全，最终形成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深圳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色诺芬（CCER）数据库，部分来源于公司财务报表和披露的公告。
四、实证分析
    （一）各个变量统计描述
表1给出了样本调查企业各个变量的四个统计指标值，可以看到148家企业年均排污费为22.995万元，最小的企业为3万元，最大的企业则达到1173万元。在2009-2015年期间企业年均产量为3133.71（万个），由于企业产品不同，因此该指标最值没有比较性。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衡量的企业技术创新均值为3.3%，最小为0，最大为61.7%（异常值）。再观察控制变量，137家企业年均利润增长率为5.9%，员工数均值为1489人，能源使用价格加权单价为7.425元，领导者平均学历为3.38，介于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之间。企业因污染排放获得的政府补贴额均值为9.66万元。
表1 各个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观测值数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ollution
	964
	万元
	22.995
	69.473
	3
	1173

	product
	1036
	万
	3133.708
	2874.937
	34
	21340

	gov
	1036
	-
	0.429
	0.495
	0
	1

	tech
	983
	-
	0.033
	0.024
	0.000
	0.617

	growth
	1036
	-
	0.059
	29.267
	-865.897
	862.859

	person
	1036
	人
	1489
	1331
	15
	9574

	price
	1036
	元
	7.425
	1.059
	1.015
	11.944

	edu
	1021
	-
	3.384
	0.983
	1
	5

	subsidy
	935
	万元
	9.661
	14.612
	0
	128.562


   
 （二）模型估计结果
1、整体样本结果
表2估计了方程（1）至（3）的估计结果，从各列的F test和Hausman test结果来看，三个模型均拒绝了混合回归和面板数据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最终选择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具体观察各变量系数，可以看到当因变量为企业排污费时，政治关联度变量系数为-0.089，且在1%概率水平下统计显著，说明政府官员考核由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向全面发展转变使得整体企业的排污量减少。企业产值变量系数为0.500，同样高度统计显著，说明企业生产产值越高，污染排放量越大，这个结果与现实情况一致。再观察各控制变量，企业业绩增长率变量系数不显著，能源价格则显著为负，系数值-0.335，说明能源价格提高可能会增加企业成本，进而缩减能源使用量或者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得污染排放量降低。企业家教育背景变量系数并不显著，但政府对企业污染排放的补贴则对企业污染排放量有正影响，这说明企业可能存在骗补或政企合谋的情况。
当因变量为企业产量时，环境政治关联度系数为0.260，在1%概率水平下统计显著，说明政府官员考核标准转变增加了企业产量，但本文认为这一结果只是两个变量均存在正向趋势使得统计上有正相关，官员考核标准的变化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联系并不大，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来制定生产计划，而官员考核主要由上一级政府。对于控制变量则显示利润增长率与产量存在正相关，能源价格的提高也会提升产量，对此可能是能源价格上升代表社会成本增加，通过生产链条传导到企业商品上，企业愿意生产更多商品。企业家教育背景与产量仍无关，但政府补贴会加大企业产量。
当因变量为企业技术创新时，政治关联系数为0.008，表明政府官员晋升考核制度转变对因变量有显著正影响，而企业污染排放量变量系数不显著，说明单纯的企业污染排放量上升并不会逼迫企业加大研发创新，只有当政府考核制度转变后政企合谋可能性消失下，企业才会主动选择技术创新，来规避排污过大带来的损失。对于各控制变量，只有能源使用价格和企业家学历具有正影响，而其他三个变量影响不显著，说明能源价格带来的成本上升和企业家学历越高，越有可能激发企业进行技术进步来扩大企业市场竞争力。

表2 政府关联、企业排污和企业生产关系
	因变量
	lnpollution
	lnproduct
	tech

	gov
	-0.089***
	0.260***
	0.008***

	
	(0.000)
	(0.000)
	(0.000)

	lnpollution
	
	0.364***
	-0.000

	
	
	(0.001)
	(0.399)

	lnproduct/lnperson
	0.500***
	
	-0.001

	
	(0.000)
	
	(0.350)

	growth
	-0.000
	0.001***
	-0.000

	
	(0.285)
	(0.001)
	(0.807)

	price
	-0.335***
	0.287***
	0.005***

	
	(0.000)
	(0.000)
	(0.000)

	edu
	0.016
	0.005
	0.002*

	
	(0.452)
	(0.778)
	(0.054)

	subsidy
	0.002*
	0.001**
	0.000

	
	(0.068)
	(0.047)
	(0.439)

	_cons
	1.303***
	6.078***
	-0.003

	
	(0.000)
	(0.000)
	(0.819)

	F test
	26.06
	42.00
	5.72

	
	(0.000))
	(0.000)
	(0.000)

	Hausman test
	76.77
	19.92
	20.76

	
	(0.000)
	(0.000)
	(0.004)

	N
	935
	935
	935


   注：（1）由于变量数量级差异，对product、pollution、person取对数处理；（2）自变量中lnproduct用于列（1）和列（2）、lnperson用于列（3），*** 、 **和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 水平上显著。

    2、分行业样本结果
为了观察政府态度转变对于不同污染行业的影响以及对不同行业技术创新情况是否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将样本企业按行业分为纺织服装行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两类分别估计，其中纺织服装行业企业数为62家，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数为86家。表3给出了估计结果，从各列的F test和Hausman test结果来看，当因变量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时，模型选择了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而其余四列均选择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于表3中各变量系数，本文用两个行业比较分析进行说明，首先当因变量为污染排放量时，纺织服装行业政府变量系数为-0.156，通用设备制造业变量系数为-0.046，前者比后者显著性更强，系数值也更大，说明政府官员考核制度转变对纺织服装行业的污染排放影响更强，考核制转变后纺织服装业污染排放量减少程度更明显。企业产量系数均为正，纺织服装行业高于通用设备制造业，说明每增加1%的产量，纺织服装企业产生的污染排放量更大。再看当因变量为企业产量时，两个行业的政府态度转向变量系数均为正，二者差异也不大（0.312和0.223），企业污染排放量系数也都大于0，同样有纺织服装行业大于通用设备制造业。当因变量为企业技术创新时，政治关联度变量系数分别是0.006和0.004，纺织行业略高，说明在政企合谋逐渐消失后，纺织服装行业相对于通用设备制造业更加注重技术进步。企业污染排放量系数则均不显著，说明其对技术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于各自变量系数符号和新竹，可以看到在两个行业中基本相同，除企业家学历外，与表2也基本一致，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表3分行业模型估计结果
	行业
	纺织服装企业
	通用设备制造企业

	因变量
	lnpollution
	lnproduct
	tech
	lnpollution
	lnproduct
	tech

	gov
	-0.156***
	0.312***
	0.006***
	-0.046*
	0.223***
	0.004***

	
	(0.000)
	(0.000)
	(0.000)
	(0.057)
	(0.000)
	(0.000)

	lnpollution
	
	0.324***
	0.000
	
	0.239***
	-0.000

	
	
	(0.000)
	(0.327)
	
	(0.000)
	(0.464)

	lnproduct
/lnperson
	0.392***
	
	-0.002**
	0.283***
	
	-0.002**

	
	(0.000)
	
	(0.044)
	(0.000)
	
	(0.046)

	growth
	0.000
	-0.000
	0.000
	-0.001*
	0.002***
	-0.000

	
	(0.885)
	(0.857)
	(0.449)
	(0.075)
	(0.000)
	(0.578)

	price
	-0.324***
	0.218***
	0.003***
	-0.360***
	0.345***
	0.005***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6)

	edu
	0.058*
	-0.056*
	0.001*
	-0.020
	0.051**
	0.002**

	
	(0.074)
	(0.057)
	(0.079)
	(0.497)
	(0.031)
	(0.020)

	subsidy
	0.002
	0.001
	0.000**
	0.001
	0.002*
	0.000

	
	(0.115)
	(0.408)
	(0.047)
	(0.491)
	(0.054)
	(0.289)

	_cons
	1.824***
	5.374***
	0.018*
	1.008***
	3.725***
	0.032***

	
	(0.000)
	(0.000)
	(0.077)
	(0.001)
	(0.000)
	(0.007)

	F test
	21.95
	39.45
	15.80
	28.90
	44.80
	4.1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Hausman tes
	36.83
	80.75
	12.76
	48.60
	64.57
	11.9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N
	382
	382
	382
	553
	553
	553


*** 、 **和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 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制度的改变使得政府与企业间的政治关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之前地方政府为产值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也随着这一政策而发生转变。在此背景下，企业不得不重新考虑生产模式，来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问题。本文选用微观上市企业数据分析近几年来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政治关联变化对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和产量的影响，并探讨企业是否通过技术研发来应对这一影响。通过选取纺织服装、通用设备制造这几个行业，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得到环境政治关联度下降会导致企业排污量的减少，同时会加大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产量和企业污染排放量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政府态度转变带来的影响在污染更为严重的纺织服装行业中更深，由此说明原先产值考核制度下环境污染问题的政企合谋是存在的，考核制度转变能解决一定程度的企业污染排放问题，波特假说是成立的。
由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应从单纯的监控中转向监控与技术服务并举，由于企业污染减排技术具有通用技术，但企业间缺乏共享机制，小企业更是缺乏资金和人才参与技术创新，为此，政府应当进程更多的节能减排技术研究投入和推广，让地区的节能减排成本降低，企业有更大的自愿性减排动力。同时，企业要加强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减少排污产生的成本费用，也可以通过高级产品扩大盈利水平。工业企业是污染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监管的主要对象，企业通过与政府的“暧昧”关系来偷排行为并不可取，为此，企业要通过新思维新技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升产品的绿色成分，从高污染转向高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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